服饰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的创造物，由于它所具有的明显的使用价值和独特的审美功用，使它成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晶，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参照物。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是各少数民族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基于对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理解与适应，以及在对精神世界（真、善、美）的追求中逐步形成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服饰具有浓郁的地域特征、各异的文化心理品格、独特的审美情趣和迷人的宗教神话色彩，而且由于各少数民族在新中国成立时，尚处于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和相对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形态，因此其服饰的历时性和丰富性更为世界其他国家所罕见。为了让这一极其宝贵的文化财富在文化人类学和服饰心理社会学意义上为更多的人所认识，本文力图以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为指导，剖析解读我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丰富内涵。目的在于推进对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全方位、深层次的研究，从而为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弘扬与发展尽一点自己的力量。

一、少数民族服饰与地理环境

文化形态是人类适应地理环境的结果。服饰作为文化形态的外在表现形式，其最基本的功能是实用。无论是在物质生活资料极为匮乏的古代，还是在物质财富日益丰富的现代，都概莫能外。每个民族出于自己所处的地域空间、气候条件、水文状况等地理环境不同，对服饰实用功能的选择和要求自然也就不同。因此，地理环境不仅决定着服饰的实用性，而且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个民族服饰特点的形成与发展。当然，地理环境对服饰实用性的决定作用会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而有所不同。生产力水平越低，地理环境对服饰实用性的作用就会越大，反之就会被逐渐弱化。

首先，不同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为不同的服饰类型的最初形成奠定了客观的物质基础。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不同地理环境内的经济文化类型来发生作用的。所谓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下，并操持相同生活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类型的综合体。属于鱼猎采集经济文化类型的鄂温克、鄂伦春和赫哲族，主要生活在人烟稀少、气候寒冷的大小兴安岭以及黑龙江、松花江、嫩江流域的茫茫林海和沿江两岸。解放前还保留着一定程度的原始公社制残余，过着具有浓厚原始色彩的捕鱼、狩猎、采集生活。鱼兽等动物的肉和皮毛是他们衣食的主要物质来源。他们的服饰多以野生的鱼皮和狍、鹿、犴等兽皮为原材料，经过简单的熟制，加工成保暖性强、防水隔潮的以袍式为主的服装、鞋、靴、帽及手套等。这类服装颜色多为本色，式样比较单调，其实用价值大大高于审美价值。

属于草原畜牧经济文化类型的蒙古、藏、哈萨克、裕固、柯尔克孜、达斡尔等民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高原、准噶尔盆地和青藏高原一带。他们均以畜牧为生计，因此食肉、喝奶、穿皮毛制品便构成了他们鲜明的生活、文化特征。与渔猎民族相比，他们的生产力较高，能够利用人工放牧的牲畜比较稳定地满足自己在吃穿住行方面的基本需求，并在以物易物的交换中满足自己更高的生活需求。为适应四季分明、寒冷、干旱、风沙大等气候条件，其服饰的区域性特征为：冬装多以牲禽的皮毛或经过不同程度加工的毛织品为原料；夏装多以毛织品或棉织品为原料，手工制成宽松肥大、保暖实用的以袍式为主，靴鞋、袜、帽、头巾皆备的服装。服装的色彩较为多样，制作的工艺也较为精细，不仅注重服装的实用性，而且也较多地注意到了服饰的审美功能。

属于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的有西北地区的维吾尔、土、东乡、保安、撤拉等民族，东南地区的所有少数民族和东北地区的朝鲜族、满族等。这一类型区的各民族，大都通过对土地的耕作来获取更丰富的粮棉桑麻油等生活资料。为适应较为湿热的气候的需要，服装季节变化不大，其服饰的区域性特征是：原料不再局限于动物的皮毛，而更多采用了自织自染的棉麻土布为主要原料，并以单薄、短小、灵活的衣裙、衣裤为主，式样繁多，并绣有各种精美的纹样和图案。服装的色彩更加丰富，工艺性也更加突出。

其次，地理环境对服饰实用性的决定性作用还表现在，在特定地理环境基础上形成的特殊产业和生产方式对服装款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北方民族以畜牧业为主，宽松肥大的袍式服装适合其游牧生产生活的需要。传统的蒙古靴靴尖上翘、靴体肥大是为了在草地上行走减少阻力，和从马鞍上跌落时便于脚从靴中脱出。同是袍服，渔猎民族的袍服就与畜牧民族的袍服不同，为了狩猎者上下马或在林中奔跑追逐野兽的方便，鄂伦春、鄂温克族的猎人的袍服下摆要开四个衩，而蒙古族、藏族却不开衩。以稻作农耕为主的南方各民族，穿着短装型衣裙、衣裤显然比袍式服装更适宜水田劳作。

尽管在每个经济文化类型区域内生存着的不同族体，大多都以一种共同的方式从各自生息的土地上获取类似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形成了各个区域内诸民族的共同物质和文化特征，然而由于我国草原畜牧和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的区域分布特别广泛，同一类型区域内各地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差异又很大，即便是同处一个经济文化类型也可从中划分出若干有着不同程度差异的小类型。与此相适应，每个类型中诸民族的服饰又会在其共同性上产生出某些差异性来。这无疑是地理环境决定服饰实用性的又一例证。

二、少数民族服饰与共同文化心理

服饰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民族服饰的形成伴随着一个民族文明的产生经历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人类的早期，处于氏族、部族发展阶段上的人们，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地理环境的限制，其极为简单的服饰类型更多地是由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在那时，服饰作为诸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结构一部分的外部表征，即服饰文化的个性特征，尚未完全形成。服饰所表现的更多的是地域间的差别和其实用价值取向，而非民族人文意义上的差别和其审美价值取向。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文明的进步，带有民族特征的服饰才逐渐在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形成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定型。当这种表徵民族文化的个性服饰一旦定型，也就是说当服饰日益具有共同文化心理的象征意义时，它就会被这个群体所接受，并反过来成为强化这种共同文化心理的有效途径。

我国现已识别的55个少数民族大多数聚居在我国的西北、西南、东北以及青藏高原等生存条件较为恶劣的边疆地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那里的生产力水平普遍低下，大多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状态之中，缺少与外界的交流与沟通，很少受现代文明和外来文化的影响，处于一种远离经济、社会、文化主流的边缘化状态。特别是边陲和山区，由于地缘造成的自然封闭性显得尤为突出。在占国土６４％、地大物博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经济落后，人口稀少，居住方式大分散小聚居，活动范围相对狭小，各少数民族在相对隔绝的地域空间中，独立地生发、形成了具有本民族自己文化特点和艺术风格的服装、服饰来。这种民族服饰个性物征的形成，在其特定区域内的群体中，是随着最初服饰的个体表达而被不断推进的。当群体中某个个体或某些个体的服饰被周围的人接受，它就会被普遍穿着，进而作为一种共同文化心理的表现形式被认同，并得以积淀，而后在不断选择那种能够明确表示本民族文化个性的衣着过程中，使其成为一个民族特有的外部表徵与符号被长久地固定和保留下来。这些民族服装、服饰通常不仅反映出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特点，更映射出处于不同人文生态环境中各民族特有的精神风貌。

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所具有的鲜明个性特征和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在表现诸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的同时，已成为构成诸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的重要因素。只要到过少数民族地区，或对少数民族服饰稍有了解的人，就不难对一些服饰在民族文化层面上作出区分。同样身着长袍，袒露右臂者一定是生活于青藏高原的藏族，而非生活于内蒙古草原的蒙古族；身着多节多褶多色长裙、头顶“头盖”者，必定是生活在四川凉山的彝族姑娘；上着短衣，下着长长筒裙的，一定是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女子；虽说都是短衣长裙，但朝鲜族女子上衣上那美丽的飘带和袍状的长裙，绝难使你将二者混淆；而纳西族女子背上披着的“七星戴月”更是独具特点，令人过目不忘，联想起美丽的玉龙雪山和丽江古城。再以少数民族的头饰和帽子为例。只要是头戴牛角状银制头饰的，使可断定是贵州的苗族姑娘；头戴小花帽、梳着满头小辫儿的，一定是维吾尔族姑娘；而有着风花雪月寓意的姑娘头饰，立刻就会让人想起生活在云南苍山洱海边的大理白族姑娘；一见到男子头上的“天菩萨”、“英雄结”，便知是老彝胞；而盘凤凰头饰的一定是生活在福建、浙江一带的畲族妇女；在小花帽上装饰有一束美丽羽毛的是哈萨克族姑娘；柯尔克孜族男子喜戴翻着黑边的白顶呢帽；最为常见的还是回族男子戴的白布圆帽。

透过这些多姿多彩、个性鲜明的服装服饰，我们不仅可以对其所属民族做出大致判断，而且能够程度不同地感受到中国各少数民族不同的民族性格、文化品格，以及某种神秘奇特而又难于言表的东西。如内蒙古族的粗犷豪放；藏族的坚韧善良；哈萨克族的勇敢骠悍；鄂伦春、鄂温克、赫哲族人的纯朴敦厚；维吾尔族的热情奔放；以及朝鲜族姑娘的谦恭温顺和傣族姑娘清净淡雅等。总之，我们可以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一个民族的服饰与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心理素质以及与此相一致的民族性格有着一一对应的内在联系。

三、少数民族服饰与审美情趣

审美价值是服饰追求的基本功能之一。从远古人类服饰的产生到现代服饰的发展变化，始终都离不开人类欣赏美、追求美、创造美的心理驱动。毫不例外，我国少数民族服饰的形成与发展同样也受到各民族审美意识与审美观念的深刻影响。如果说地理环境、生产方式是各民族服饰形成和发展的客观条件，那么审美心理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主观因素，是在客观必然和主观需要基础上的一种主观能动的反应与创造。我国少数民族服饰一向以其鲜明的色彩、精美的工艺、各异的样式和独特的风韵著称于世，其间所表现出的美是极其丰富和多样的。

不同的色彩偏好。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以及生产方式、风俗习惯、宗教礼仪的不同，反映在审美心理上便有了不同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观念，产生了对颜色、色彩的不同偏好。蒙古族、藏族以牧业为主，崇尚与雍容华贵、富丽堂皇相适应的黄、紫、绿、兰、红、白等显示华贵的色彩。她们在服装的质地上喜欢选择贵重的衣料，并在衣领，衣襟等处着意进行装饰。首饰喜欢以贵重、色彩艳丽的材料为主，如红珊瑚、绿松石等，并讲究粗大壮硕、数量繁多以显示其富足。因为在他们看来富足便是美。朝鲜族则以白衣素服显示其端庄自然之美，她们的衣裙多为单一颜色，不喜镶花边、佩戴首饰。苗族自古“好五色衣裳”，十分重视衣服的色彩和装饰，喜欢在领、襟、环肩、袖口和裙子等处都绣满五颜六色的花纹图案，并在头、颈、胸前、手腕上戴满了各种各样的银饰，使其服饰在艳丽之中显出某种凝重。由于苗族的这一服饰传统，他们在服饰色彩的使用和搭配上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彝族则尚黑崇黄，以黑色为尊贵，以红色和黄色为喜庆和华美，因此，在其服饰中，黑色是最为常见的。即使是白底的百褶裙上，也必镶黑边为饰。黑彝则更喜以纯黑为服，不加装饰或稍加装饰以显示其地位的尊贵与威严。同时，黄色和红色的运用亦十分广泛，衣服上的纹饰、配件，甚至在他们常用的漆器中也主要是以黑色为底，用红色、黄色的花纹加以装饰。生活在云南大理的白族则以白色为美，他们的衣、裤、围裙、头饰等多用白色，并以其他颜色在各处做一些简单而恰倒好处的镶饰，从而使其服饰在清净淡雅之中显出一丝亮丽。与白族相反，布依族更喜爱青蓝色，特别是镇宁一带的布依族妇女尤甚。她们的大襟短衣、围裙、头顶的方巾及鞋子一律采用青蓝色布料，裙料多用白底蓝花的蜡染花布，并镶绣各式精美的彩色滚边，透出一种朴实清丽的审美情趣。

相同的对称法则。我国少数民族解放前生产力水平普遍低下，处在比较落后，甚至原始的社会形态和经济文化类型中，反映到服装、服饰的审美心理上，他们具有追求形式美、严格遵循对称法则的特征。这就使得他们的服装、服饰带有某种原始艺术的意味。少数民族服饰遵循形式美的对称法则表现在服装式样的对称，服饰上的镶嵌、绣制的纹样、图形的对称，以及饰物的对称等等诸多方面。如解放前处于原始社会后期，以渔猎为生的鄂温克、鄂伦春族姑娘喜欢穿着镶缀宽边的对襟长袍。不仅整个袍子是左右严格对称的，就连装饰在袖口、衣襟、腰身、袍边处的花边也是严格对称的。撒拉族妇女为儿童缝制的“白家衣”（用各色零碎布料拼缝而成），整件衣服色彩斑谰，但缝制者在拼接时仍特别注意到了图案、花色的严格对称。佤族男子古老的“金绣龙衣”，衣襟两侧和后背上绣的两条龙，也是左右严格对称的。阿昌族妇女在上衣前襟上所绣的花卉图案均为左右对称。盘瑶妇女的上衣前襟和围裙上所绣的图案和花边也是十分规则和左右对称的。南丹白裤瑶妇女上身穿着的补绣坎肩，对襟上衣抽口和围裙上绣的图案和花边都是左右对称或中心对称的。坎肩背部的图案其色彩和造型都十分美丽。其中腰部以上为左右对称，腰部以下为中心对称。说到头饰，可以说在造型上大多数都是左右对称的。如苗族姑娘的头饰“龙角”长达一两尺长的银角向左右分开，犹如弯曲向上翘起的牛角，呈左右对称状、甚是华丽壮观。瑶族妇女的头饰虽然多种多样，但大多仍遵循了对称这一形式美的古老法则。这一法则在我国相对封闭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可以说是随处可见，比比皆是。但从对称形态的安排来看，绝大多数是分布在垂直轴线的左右两侧，而很少分布在一条横线的上下两方。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人体的生理结构决定了手臂的对称运动和节奏。二是处在封闭落后状态的少数民族，首先直观感受到了自然界动、植物生理结构中具有的对称这样一种规律性的东西，而又较少受到外界审美意识和观念影响的缘故。当然，一旦他们脱离了这种特定的地理、人文环境之后，其审美的意识便会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迅速的得到丰富和提升。

多样的风格与韵味。假如把服饰作为一种艺术品，那么它有别于绘画、雕塑或其他造型艺术，是一活生生的以人为中心，人、物融合为一体的艺术创造。这种创造充满了少数民族的智慧和艺术的灵感。因此在审美价值上更给人一种不同风格与韵味的立体感和生动感。在前面我们虽然讨论了少数民族服饰在色彩与形式方面的审美特征，但这些并不能充分地说明某一民族服饰的整体风格与韵味。因为服饰作为一种表现艺术，其审美的价值更在于它的整体风格与特色。如果说我们在谈到色彩和形式美时，可以相对脱离服饰主体的话，那么在感受不同民族服饰的风格与韵味时，却不能忽略了不同服饰主体的存在，以及他们与本民族服饰密不可分的关系。假如一个个少数民族身着本民族的盛装从我们眼前走过时，我们可能不会分别专注于色彩和图形，而首先一定会为他们与服饰一起所共同表现出的古朴稚拙之美，端庄凝重之美，雍容华贵之美，质朴淡雅之美，高贵冷俊之美，柔和秀丽之美，神秘怪诞之美，朴实清丽之美所深深吸引。

大多数少数民族妇女都以丰满而又苗条的身材为美。而这种美在不同的民族中又是通过本民族的服饰来加以体现的。贵州织金县的白苗妇女将蜡染百褶花裙缠于胯部，而非腰间，行走时十几层厚的花裙随胯部的运动，有节奏地摇来摆去，很是美丽动人，给人以一种重叠、跳跃、变化之美的享受。满族人身着的旗袍，在服饰美与人体美的关系处理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以至后来被汉族所接受，进而成为今天中国妇女的国服。哈尼族叶车女子，头戴用白布缝制的尖顶软帽，边缘饰以彩线绣成的精美花纹，里面用一根线将帽子系在发辫上，使它在行走时迎风起舞，富于动感。上穿紧身短衣，左襟用线拴紧遮严左胸，右胸则使其呈半袒露状；下着紧绷臀部裸露大腿的超短裤，以表现其丰满的臀部和姣好的腿部。加上腰间紧束一条宽若手掌的彩带，其婀娜性感的体态美与飘逸洒脱的风韵一定会令当代的摩登女郎自叹不如。傣族妇女惯穿短衫，袖子细长，几乎紧箍双臂，衣身窄小只及腰部，紧身筒裙长达脚面，再加上浅色轻柔的衣料与无领自然流畅的款式设计，使其尽显傣族妇女纤细丰盈的身材，加之笃信小乘佛教，更使她们在整体气质上有一种纯净和谐之美。

少数民族男子同样追求英俊、潇洒、勇猛、坚强的阳刚之美，但由于穿着的民族服饰不同，南方与北方的少数民族男子所具有的阳刚之美在风格上就有明显区别。北方牧区、林区的少数民族男子身材高大魁武，常身着宽衣博带长袍，足蹬高筒皮靴，加上佩戴弓箭、枪支、民族刀，坐骑高头大马，显示出一股粗犷豪放之气，和一种潇洒健壮、充满活力之美。而南方热带山区的男子身材相对瘦小，加之服装轻薄短小，使他们看来似乎少了些豪放粗犷，多了几分睿智和机敏。怪不得他们常喜欢以猎获的兽皮、兽爪、兽齿、山禽的羽毛作为服饰的佩件，以显示自己作为男子汉运用聪明智慧征服自然的能力。

四、少数民族服饰与人文环境

少数民族服饰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一种特殊载体。作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结晶，它的形成、变化和发展，特别是其区域性、民族性等特征的形成，既取决于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生产方式、生产力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更取决于诸如民族历史、文化传统、风俗礼仪、宗教信仰等人文环境因素的积淀与刻画。可以说，在每一个少数民族的服饰表象中，都蕴藏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只有了解了与其表象相关联的文化背景，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民族服饰，把握它生成发展的规律。由于篇幅所限，在这里我们仅就民族服饰与民族历史、民族服饰与宗教崇拜的关系做些探讨。

有人说，一个民族的服饰是折射这个民族历史的一面镜子，确实不假。许多民族服饰的结构样式、首饰佩件、装饰纹样都有其历史的渊源和特定的含义。它们以或形象、或意指的方式在服饰上记载、传递着本民族多桀的历史，以激励和鞭策本民族的成员。尽管藏族服饰的区域性差异很大，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特别重视袍边的装饰，尽管装饰的材料有所不同。据说这种对袍边的装饰是由唐代授予藏族英雄的勋带演变而来的。当时这种勋带分别用水獭皮、虎皮和豹皮制成，授予不同等级的功臣，斜挎在左肩上。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勋带便被固定在袍子的衣襟和下摆上，成为藏族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我们在节日或盛大的集会上，仍能看到不少藏民穿着镶有各种贵重毛皮装饰的藏袍，显得格外美观气派。羌族无论男女老少，都喜欢包白头帕。据说在它背后有一个英雄的传奇故事。在清代的咸丰年间，黑虎寨一带的羌族时常遭受外来民族的侵略。此时一位人称黑虎将军的老人带领乡民抗敌，在一次抗击敌人四面夹击的战斗中，机智勇敢，不幸中毒箭身亡。此后羌民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无论男女老少便一律包起了白头帕，并相传至今。湖南和广西部分苗族的盛装图案中，常有被称为“骏马飞渡”和“江河波浪”这样两个图案。前者是由抽象化的马纹、水纹和山形纹组合而成；后者是由两条波浪形的白带和一个个不规则图形组成的似人乘船，又似花团、树木的造型构成。据民间人士讲，这象征着苗族先民曾骑马、乘船渡过长江、黄河，跨越崇山峻岭来到云贵高原的迁徒历史。呼伦贝尔盟的布利亚特蒙古族已婚妇女其袍子很有特点，在肘、肩、腰间部分有明显的分割工艺，并饰以库锦和绦子加以强调。据说这种特别的款式结构是为了纪念布利亚特蒙古族历史上的女英雄巴拉金皇后率众保卫领土，惨遭分肢酷刑，英勇就义而形成的。至今在布利亚特蒙古族妇女中这种分割裁制长袍的传统仍然保持着。

中国少数民族普遍信仰宗教。解放前，一些民族中的图腾崇拜也不鲜见。因此，在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中，巫术礼仪、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都对诸民族的文化、精神、乃至饮食、起居、穿衣等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支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在普遍信仰藏传佛教的广大藏族农牧民中，无论男女老幼，大都身佩或为佛像、或为经文、或为“舍利灵丸”的“护身符”，并装入精致的佛盒或珍贵的呢革包中，佩于腰间，系于颈上，以求随时得到佛的护佑，避免灾祸。它同时也成为一种颇具藏族特色的装饰品。藏族服饰中的图案纹饰，很少有对现实的模仿或再现，多为抽象的几何图形或规则富于变化的线条。据说这表现了佛教“圆通”、“圆觉”的理性精神，使人能够感受到一种神秘的力量和美感。受伊斯兰教教义的影响，回族、东乡、保安、撒拉族的服饰较为质朴，服饰上不准有人像图案出现，这是因为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的缘故。回族男子习惯戴白布或黑布做的圆帽，是因为《古兰经》规定，伊斯兰教在做礼拜叩头时额与鼻必须着地，而圆帽便于此道。据说穆罕默德喜穿白衣，并教诲信徒说，白衣最洁最美，所以回、东乡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崇尚白色，素以白帽、白盖头、白衬衣等为美。甚至在人去世后，也要用白布缠裹后下葬。

彝族是一个图腾崇拜比较普遍的民族。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起源于某种动物或植物。于是不同的支系便会有自己的图腾崇拜对象。据说虎是彝族氏族部落社会时期罗罗部落的图腾崇拜对象。于是，除了地名、人名与虎有关外，服饰中到处充满着虎的形象。如老人穿的虎头鞋，小孩戴的虎头帽，妇女围的虎头围裙，衣服上的虎皮纹饰等。这种图腾在服饰上出现，表现了在人类早期征服自然能力低下的情况下，企求图腾作为神灵来庇佑这个群体的心理。图腾崇拜在许多少数民族的服饰中都可以找到它的遗迹。如纳西族的羊皮七星披肩是青蛙图腾崇拜的象征；苗族服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枫树和蝴蝶是苗族的图腾崇拜；布依族妇女头上包裹的形似两只水牛角的“牛角巾”是布依族人对牛崇拜的痕迹；畲族的“凤凰装”则典型地体现出对凤凰这种吉祥鸟的崇拜；哈萨克人视猫头鹰为图腾崇拜物，哈萨克姑娘常以在帽子佩戴其羽毛为自豪。

五、少数民族服饰在非言语交往中的功用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符号现象无所不在，全部人类活动可以说都是由符号的使用或运用所构成的。少数民族服饰就是由种种符号组成的符号系统。它不同于文字符号在言语交流中起着主导作用，而是在非言语交往过程中传递着各种无需言传或不便启齿的信息。服饰作为一种无声的语言，实际上具有沟通信息、谐调人际关系的作用。

首先，就其整体而言，一套民族服饰是辨识一个民族的外在符号。一个民族之所以无需言语便可与另一个民族相区别，原因就在于他们各自享有不同的服饰符号。这种不同的服饰符号一旦为人们所了解，是可以在脱离其原有的地域环境的空间和时间中发生作用的。人们在人民大会堂看到那些身着盛装的少数民族代表，一般仅凭其穿着打扮着便可断定他（她）的民族成份。除此之外，服饰作为一种符号，在原有的地域环境中当地人还可凭借同一民族中服饰上的局部或部分差异，对同一民族的不同支系作出区分。以大西南的瑶族和苗族为例。瑶族中除过山瑶、排瑶、平地瑶等以居住地域特征或以聚落方式作为区别外，还有更多的支系，如红头瑶族、花头瑶、白领瑶、白裤瑶、青裤瑶、长衫瑶、蓝靛瑶、板瑶等，直接就是以服装或装饰物不同特征来命名和加以区别的。在历史上，人们通常用“椎髻斑衣”和“卉服鸟章”来概括苗族服饰的整体特征。但出于苗族服饰种类繁多，大约有一百多种类型，因而人们常以其服饰特征作为其宗支的族徵对其加以区分，并直接称呼为红苗、白苗、黑苗、大花苗、小花苗、紫姜苗、长裙苗、短裙苗、锅圈苗、木梳苗、鸦雀苗等。这种分类虽不够准确，但在苗民的生活中却有特殊意义。另外一些民族出于分布地域广，各地地理、经济条件和生活习惯不同及受到周围其他民族不同程度的影响，虽总体上属于同一个民族文化范畴，但在服饰方面仍会产生一定的差异性。如蒙古地区的蒙古族就其服饰特征（包括质地、款式、色彩、工艺等）即可划分为布利亚特、巴尔虎、科尔沁巴林、乌珠穆沁、阿巴嘎苏尼特、土默特、察哈尔杜尔伯特、达尔罕茂明安、乌拉特、鄂尔多斯、阿拉善土尔扈特等十几大类。而甘肃、青海、新疆、云南的蒙古族服饰与内蒙古地区的差异则更大。

其次，就一个民族而言，服饰作为符号来说，又是辨识个体性别、年龄、婚否、离异等的标志。在每一个民族中，服饰作为性别的符号，男装女装有显著的标识。如在历史上，虽然苗族的男子与女子都喜穿花衣且种类繁多，但下裳，裙与裤以及苗族女子纷繁精美的发型与头饰的区别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再如傣族中男秃头，长衣长裙；女椎譬，短衣筒裙也是传统傣族男女的性别符号。股饰还有标识年龄的作用。处于不同年龄段，特别是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其服饰，尤其是女子服饰有明显的差别。如四川盐源和云南宁蒗的摩梭女子，在13岁月经初潮前穿着麻布长衫，满13岁时举行“穿裙子”礼。从此脱去长衫，换上短衣和束花色腰带的百褶长裙，以示该女子已经成年，可以谈情说爱。哈尼族的男子到15岁时，要摘掉代表少年时期佩戴的“吴厚”圆帽，改包称为“吴普”的包头布。包头布即成年男子的符号。白马藏族姑娘成年的标识，则是在腰间束一条宽边毛质的彩带，并在髋部缠数扎大铜钱串。在许多少数民族中婚否以服饰符号加以表示也是屡见不鲜的。如云南石林地区的撒尼女子婚否的符号就反映在头饰上。头饰上带有左右两个像蝴蝶翅膀尖角的便是末出阁的姑娘；尖角被摘掉的就意味着这个女子已经“花落有主”，结婚成家。凉山上的彝族女子未婚时戴五彩线编织而成的“头盖”，而一旦结婚嫁人，便换戴一种黑色的“荷叶帽”。云南勐海县的哈尼族成人男子未婚时包色泽鲜艳的红色头巾，结婚时即改为黑色包头巾。土族妇女婚否符号不在头上，而在裤子膝部套着的“贴弯”。未婚女子的“贴弯”其色彩是红色的，而已婚女子的却是黑色或蓝色的。可见色彩的改变可以赋予同样的符号以不同的含义。

再次，服饰符号还有标识人的社会地位、阶级或阶层的功用。汉代的贾谊曾在《服疑》一文中有“是以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位”的精辟论述。意思是说只要观察其服饰便可知道一个人的贫富贵贱，只要看一下他服饰上的纹章图案便可了解到他的社会地位或官职几品。尤如现在我们可以透过服饰偏好，判断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一样，我们更容易通过传统少数民族服饰来确定穿着者的地位和阶级。因为随着人类进入阶级社会，政治就对服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商周至清代，包括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和满族建立的清朝，一直盛行着严格的服饰等级制度，从服装到鞋帽，从式样、质料、纹章到颜色，从帝王后纪、达官显贵到黎民百姓，不同等级、不同地位都有严格的区别。这种区别被统治者作为礼仪制度的一部分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服饰成为历代帝王区分官阶品级、地位高下的标志，自然也就成为其“严内外，辨亲疏”的工具。以清朝为例。自努尔哈赤带领满族进入辽沈地区后，伴随着政权的巩固，他开始厘定衣冠制。正是在那时，出现了朝服与便服之分。到乾隆帝止，以满族服饰为基础，已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服饰制度。其特点是不同的服饰、纹章与官位品级相互对应。官服中的蟒袍，三品以上绣9蟒4爪，四品以下绣8蟒，七品以下为5蟒，袍的下摆绣上云水图案，以天蓝为正色。皇族前后左右四开衩，其它左右两开衩。补服则以缝在褂上不同图案的补子为标记来区分品级的大小。如一品至九品官员皆用方形补子，文官武官所绣内容不同。前者为飞禽，后者为走兽。按照一品至九品文官补子上的飞禽的顺序依次是仙鹤、锦鸡、孔雀、云雁、白鹏、白鹇、鹭鸶、鸿、鹌鹑、练鸟。武官依次是麒麟、狮子、豹、虎、熊，六、七品同为彪，八品为犀牛，九品为海马。此外，帽子上也有标识品序的“顶戴”、“花翎”。

再以解放前凉山彝族服饰为例。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阶级与血缘等级相一致。其社会成员被严格区分为“诺伙”、“曲诺”、“阿加”和“呷西”四个等级，四个等级间权力、地位和贫富差别极为悬殊。“诺伙”即黑彝，是贵族、统治者，地位最高。“曲诺”即白彝次之，“阿加”和“呷西”地位最低。这种阶级关系表现在服饰上，虽然整体服装样式风格差异不大，这反映出统一的民族性，但衣服的长短、色彩、质料、花纹，首饰等作为重要标识完全可以区分其阶级所属。尤其在黑彝、白彝之间差别泾渭分明，绝不允许混淆。黑彝妇女的衬衫长及膝部，白彝妇女则仅齐胯。越富者裙子越长、裙边越宽、皱褶越多，因此黑彝妇女裙长可没地，外不落趾，行动起来曳地扬尘；白彝妇女则裙不过膝，便于劳作。从颜色看，黑彝尚黑，以黑为尊严、尊贵，故多着黑色素衣，花纹较少；白彝的衣服则五颜六色，花俏艳丽。

